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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重污染天气频发，几乎每年都会遭遇多

次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仅 2015 年就遭遇了 11 次，各地

区小范围的局部重污染天气数量更多。2015 年 12 月，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将 2005—2014 年这十年中卫星

拍摄的 PM2.5 气流图像制成全球重污染天气地图，图像显示

我国是世界上大气环境质量较差的国家之一。耶鲁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环境中心研究小组也基于我国 2014
年 4 月 12 日至 2015 年 4 月 11 日的 PM2.5 时空分布研究绘

制出我国的 PM2.5 地图，并得出类似结论。尽管自 2013 年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大气环境有所改善，

但对于重污染天气仍然不能掉以轻心，2017 年的大范围重

污染天气仍有 6 次之多，2018 年和 2019 年华东、华北、东

北等地区依旧频现重污染天气。许多研究表明，产业结构

和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机动车数量增长过快、城镇化和

人口快速集聚等经济社会活动是重污染天气形成的主要原

因。例如，顾为东认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等污染和

广大农村的土壤、水源严重污染的叠加效应，是中国重污

染天气形成的特殊机理”[1]。邵帅等认为“二产畸高的产业

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人口的快速集聚及公路交通

运输强度的提升共同促使重污染天气污染加剧” [2]。

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我国工业生产发生的“大迁移”

对经济社会已经产生巨大影响，它所带来的工业污染扩散，

势必促使重污染天气加剧。刘巧玲等认为，电力、热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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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是我国主要的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其中电力、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分别在 2001 年和 2006 年呈现出自东部向

中西部转移的趋势 [3]。王喆等以首都经济圈作为研究对象，

得出的结论是，重化工业负外部性的溢出是大气污染突出、

灰霾污染严重的直接成因，其中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京冀产

业转移是重要背景 [4]。马丽梅等认为，雾霾污染的高聚集区

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以及与这两大经济增长极相连接的

中部地区，产业转移是其重要原因，产业转移加深了地区

间经济与污染的空间联动性 [5]。应该说，此类研究证实了工

业领域的产业转移与重污染天气的相关性。但是工业转移

对加剧重污染天气的作用机理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也

有学者探讨了相关的治理措施。例如，刘曦彤以长三角地

区为例，指出现行的产业转移并不能有效缓解长三角地区

的雾霾污染问题，必须结合雾霾污染及溢出特征调整产业

转移政策，优化产业转移方向，实施区域协同治理、集中

化高效治理 [6] 。实际上，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

条件下，产业转移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趋势，工业“大迁移”

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有其环境风险，如何扬

长避短、趋利避害，还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多个方

面入手进行综合的研究。

1  我国工业“大迁移”的态势

在我国产业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的同时，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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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迁移”也在进行。如表 1 所示，我国工

业生产的空间布局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基本上呈现出

经济发达地区工业销售产值比重下降，经济欠发达地区工

业销售产值比重上升的态势。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

销售产值下降最为明显；北部沿海地区的工业销售产值虽

然下降幅度不大，但是它所包含的京津地区的工业销售产

值比重近年来持续下降；而南部沿海地区的工业销售产值

尽管近几年比重有所回升，但相较于十年前也有明显的下

降幅度。在其他五个区域中，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

地区的工业销售产值比重都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长江中

游的工业销售产值在 10 年间上升了 6 个百分点以上，安徽、

江西、湖南、四川、河南均成为承接工业转移的大省；东

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工业销售产值比重虽有所下降，但是

新疆、甘肃、吉林等地近几年也都大量地承接了来自发达

地区的工业转移。

表1  八大经济区域工业销售产值占全国比重

地区 2006 年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东北地区 7.67% 8.05% 8.42% 8.77% 7.77% 4.83%

北部沿海 21.89% 21.37% 20.91% 21.30% 21.24% 20.86%

东部沿海 28.21% 26.49% 24.95% 22.85% 21.84% 22.00%

南部沿海 17.36% 16.07% 15.54% 13.70% 14.25% 15.18%

黄河中游 8.96% 10.31% 10.29% 11.18% 11.15% 11.62%

长江中游 7.53% 8.85% 10.50% 12.09% 12.97% 14.05%

西南地区 6.28% 6.81% 7.45% 8.02% 8.66% 9.60%

西北地区 2.10% 2.05% 1.94% 2.09% 2.12% 1.86%

注：表内数据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得出

从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布、硫酸、钢材、汽车、微

型计算机等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越来越集中于中西部地区。

从2005年到2016年，上海布的产量由25.27亿m锐减到1.13
亿 m，北京布的产量已降至 0.02 亿 m，江苏、浙江和广东

布的产量也在大幅度下降，而中西部省份，如江西、陕西、

安徽布的产量则显著增加。硫酸、乙烯、化肥、化学纤维

等化工产品的生产量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份基

本上都呈下降态势，而在中西部省份则上升较快。例如，

2005 年安徽的硫酸产量为 202.54 万 t，到 2016 年时就上升

至 711.75 万 t，同期北京的硫酸产量从 5.23 万 t 下降至 0，

上海的硫酸产量从 33.32 万 t 下降至 17.32 万 t，江苏、浙江、

广东等省的硫酸产量也都远远小于安徽、河南、湖北等省。

水泥、钢材、汽车等行业这些年也出现了类似的态势，尤

其是汽车行业，虽然在全国各地生产能力均普遍上升，但

中西部地区上升的速度远远快于东部地区。而在微型计算

机等高新行业，尽管东部地区等仍有优势，但是中西部省

份中的安徽、四川、重庆快速崛起，这三地的计算机零配

件产量占比已超过全国的四成。其中，安徽的产量从 2005
年的 4.27 万台上升至 2016 年的 1659.75 万台；同期，四川

的计算机零配件产量从 0.36 万台一举跃升到 5936.53 万台，

重庆的产量 2015 年也达到了 6764.65 万台 [7,8]。

从招商引资的情况来看，包括广大中西部地区在内的

欠发达地区近几年吸收的境内省外资金越来越多，而且这

些地区承接的产业项目中，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相当

大的比重。2007 年，吉林、安徽、湖南、四川、重庆、云

南、陕西、甘肃、新疆、宁夏这 10 个省（区、市）吸收

的境内省外资金为 8594.2 亿元，到 2013 年就快速增加到 
48 070.9 亿元 [9]。而到 2016 年，安徽实际到位境内省外资

金 9903.3 亿元，四川为 9613.6 亿元，湖南为 4361.8 亿元，

江西为 5905.8 亿元 [10-13]。从各地第二产业吸收资金占比

来看，2013 年云南流入第二产业的资金中境内省外资金占

56%，甘肃为 58.27%，安徽则更是高达 63.2%。同年，重

庆第二产业吸引到的境内省外资金超过 2000 亿元，占当年

吸引境内省外资金总数的 39%，制造业仍然是重庆承接产

业转移的支柱领域之一 [14-17]。近几年，这种趋势仍在继续。

例如，2016 年上半年，江西在建境内省外项目实际进资

3051.9 亿元，其中 6 月份第二产业亿元以上项目实际进资占

比为 68.2%[18]。2017 年上半年，安徽亿元以上在建境内省

外投资项目为 4074 个，实际到位资金 5017.5 亿元，第二产

业到位资金 3537 亿元，制造业引资比重持续上升 [19]。

为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针对产业转移的招商引资活

动热度不减。设立各类“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组织各种

招商活动，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派出各类高层次高规格

的代表团分赴沿海发达地区吸引各类产业项目，针对承接

产业转移积极开展“载体”“政策”“人力”等方面的相关配

套工作 [20]，都成了各地通行的做法。除了北京、上海、广

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山东、天津、福建等地也开始成

为资金的重要输出地。同时，为了寻求本省经济的平衡发

展，在一省范围内的工业转移现象也陆续涌现。例如，江

苏近几年就将钢铁产能从原来的苏南沿江地区大量转移到

沿海的盐城、连云港等地 [21]。由于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增

大，特别是 2018 年四季度和 2019 年一季度全国 GDP 增速

只有 6.4%，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速相对于往年大大下降，许

多地区招商引资的压力大大增加，给招商干部压任务、压

担子的现象再次抬头，毫无疑问这些都将大大促进工业生

产在全国的转移和扩散。

2  工业“大迁移”对重污染天气的加剧作用分析

众所周知，形成重污染天气的基础物质是悬浮在空气

中的颗粒物，如人们日常所提到的 PM2.5。科学实验表明，

导致重污染天气的物质主要有四种：有机气溶胶、硫酸盐、

硝酸盐和黑碳 [22]。这四种物质主要产生于工业污染和交通

污染 [23]。仅从工业污染源来看，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烟（粉）尘都会导致这些物质的产生。工业生

产的持续扩张和机动车、船等交通工具的广泛使用，造成

以上四种物质的累积；加上人类的工农业生产带来土壤、

水体的污染，进而引起微生物的快速繁殖，并漂移到大气

中 [1]；当超过环境容量，重污染天气便不可避免。可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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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一定的气象原因，但从根本上说，重污染天气的产生

主要还是“人为”因素 [23]，其中工业的因素不可忽视。

大气污染源通常包括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和移动

源 [24]。其中，农业源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的污染，如秸秆焚

烧带来的废气排放等。移动源主要是机动车、船、飞机等

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废气。生活源主要是居民供暖、餐饮

业造成的废气污染。而我国废气的排放主要是工业源，包

括燃煤电厂以及钢铁、化工、水泥生产等工业过程中的废

气排放。如图 1 所示，从 2006 年至 2015 年的这十年间，我

国的废气排放中工业源始终占主要地位。即使 2011 年以后，

工业源废气占比有所下降，但比重仍然居于高位。这使得

许多地区的工业都是空气污染物的重要源头。2014 年 11 月，

广为人们称道的“APEC 蓝”，就是通过北京及周边省份工

业企业停产或限产来实现的 [25]。这恰恰说明了工业污染源

在重污染天气形成中的作用。遍及全国的“工业大迁移”

使 PM2.5 等颗粒物的工业源也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当废气

排放累积到一定程度，并与其他污染来源相叠加，超过了

大气原有的自净和平衡能力时，在适宜的气象因素的作用

下，各个地区的大气污染相连成片，大范围、持续时间久

的重污染天气便会反复形成。

可见，我国重污染天气的形成与工业污染源是分不开

的，工业 “大迁移”这一经济现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污染源

的转移和扩散，势必在重污染天气的形成中起到加剧的作

用，其机理如下：

第一，产业转移推动形成废气排放集聚地。工业生产

集中转移到一定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加强显然会提高区内

的生产效率，当地的资本投入一般也会跟进累积。在环境

治理相对较好的区域，这种集中可以带来正外部性，即集

中在一起的工业企业可以共享治污设备，也可以统一进行

环境检测，从而实现环境治理成本的节约，工业生产规模

的扩张并不会导致生态环境负担的增加。但我国目前的现

实情况往往是，许多地区的环境监管并不到位，环境规制

严重不足，甚至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扭曲的“环境竞争”

行为（例如为了招商引资而竞相牺牲生态环境），在工业

“大迁移”的浪潮中，工业企业的集中带来污染源的集中，

污染物的排放规模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和生产效率的提

高而大大增加。尤其是重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区域以后，

一旦形成集聚，“示范效应”便会显现，这会使产业承接地

吸引更多的重污染产业，在产业集聚得到强化的同时，污

染集聚也更加严重。而且在现阶段，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许多工业企业面临成本和债务的压力，在技术水平难

有突破、品牌优势不明显的条件下，无视环境责任，大量

使用污染严重但成本低廉的工艺、设备、材料的情况也是

屡见不鲜，将污染物不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自然界的情况

也不在少数。可见，在工业“大迁移”过程中，许多污染

源随之转移，越来越多的污染集聚点便会分布到各个地区，

工业废气的大规模排放将难以避免，并通过大气运动把污

染物扩散至更大的范围，使发生大气灾害的概率大大提高。

第二，工业园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成为加剧重

污染天气的重要源头。工业园区是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推动

工业化、促进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由于人口和产业的集

中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往往相关联，工业“大迁移”产生的

各类园区污染也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研究也揭示

了工业园区的环境问题。例如，张海娟等认为“工业园区

排放的大气污染源种类多而复杂、影响范围广，已成为许

多地区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26]。任景明等的研究也表明，

在甘肃、青海、新疆地区，由于能源消费结构依然以煤炭

为主，工业园区布局引发的大气污染风险将会加剧 [27]。从

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来看，一方面，建设工业园区及其

配套基础设施，需要大量圈地，势必对耕地、森林、水体、

草地等生态资源造成直接的占用或间接的破坏；另一方

面，地方政府之间、工业园区之间在工业“大迁移”中竞

图1  2006—2015年工业源废气排放占比

资料来源：数据根据 2007—2018 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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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激烈，争企业、争项目、争资金的情况比比皆是，往往

容易放松环保要求，甚至盲目引入重污染企业，对其环境

责任缺乏监管，尤其是一些级别相对较低的工业园区，在

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缺设备的情况下，只顾大量引

入转移来的企业，在环境监管上既缺乏主观上的意愿，又

缺乏客观上的条件。这就使得在工业“大迁移”中建设的

一个个工业园区，很有可能成为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一个个

重污染天气“发源地”。工业园区或是直接产生大量的工业

废气，形成大气污染物；或是由于对森林、草地等生态系

统的破坏，造成自然界对大气污染物吸收净化能力的下降；

或是对土壤、水源造成破坏，造成环境中微生物种群繁殖

和富集，当大量微生物漂移到大气中吸附在气溶胶凝结核

表面，并在适宜条件下快速繁殖，使气溶胶体积迅速增大

突破临界点 [1]，最终都会加剧重污染天气的形成。

第三，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导致大面积重污染天气。

城市化意味着人口、要素的集中。从积极的方面看，城市

化有助于扩大市场、改善基础设施、聚集人才和机构，提

高经济发展水平并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从消极的方面看，

城市化也会造成交通拥堵、污染物排放增加等等。鉴于工

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工业“大迁移”中，许

多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快速推进工业化，进而促

进城市化。由于工业转移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集

聚到这些地区的城市及周边。城市的规模不断膨胀，经济

集聚程度不断上升，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越来越

丰富，基础设施和建筑物不断增加。这会对交通运输、农

产品供给、工业品生产以及生活和生产服务提出进一步需

求，从而在原来工业污染源的基础上，增加农业源、生活

源和移动源等其他污染源，间接导致大气污染源的增加。

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城市中心区域往往集中的是服务业，

而在工业“大迁移”中工业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在城市郊区

和村镇集聚。这极有可能导致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城

市经济活动密度和环境质量将与周边经济活动和环境治理

相互影响 [28]。由于这种溢出效应，城市与城市之间、区域

与区域之间的大气污染产生跨界效应，加之各类大气污染

源的叠加作用，最终使重污染天气在一个个城市群中发生。

应该说，近几年许多地区频频发生的持续性大面积重污染

天气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第四，与自然作用的叠加增大了重污染天气问题的严

重性。根据国际经验，产业转移一般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

存在梯度差异的区域之间，我国也是如此。从地势上看，

我国自然地理环境总的特征是“西高东低”，主要水系都发

源于中西部地区。然而与自然地理梯度相反，我国经济发

展梯度总的情况是“东高西低”。工业“大迁移”除了一部

分发生在本省范围内，大部分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

地区转移。由于经济发展梯度与自然地理梯度相反，而且

经济发达地区环境监管更加严格，欠发达地区环境监管相

对宽松，其结果往往是工业生产的转移在方向上是“逆流

而上”的。与之相伴随，污染排放也发生同方向的转移，

在破坏了产业承接地的生态环境之后，大量污染物又会通

过水系输送损害其他地区的水体和土壤，如前所述，这会

间接造成重污染天气的加剧。由于我国的气候受印度洋气

流、太平洋气流以及北方气流的影响，在它们的作用下，

工业“大迁移”所造成的工业废气的大量排放和大气污染

源的扩散，也会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显然，一些发达

地区如果仅仅是将工厂迁到外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

扰人们已久的重污染天气问题。在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相

叠加的情况下，重污染天气问题的严重性陡然增大。

3  治理建议

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强调，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业的“大迁移”是我

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难以避免的经济发展趋势，

但对其加剧重污染天气这一负面效应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除了已有的环保督察机制、联席会议制度等措施外，至少

还应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治理：

第一，完善跨区域协同治理，构建产业转移生态补偿

机制。针对工业“大迁移”中的大气污染，需要更进一步

的跨省跨区域联防联动治理机制予以应对，除了要强化地

方政府的环保绩效考核，还要构建并完善协同治理工作机

制，定期针对重点问题、重点产业、重点园区进行协商，

交流工作进展，研究解决问题，以便在执法过程中就相关

问题达成共识，实现信息共享、共同监管、联合应急。甚

至共同派出监管力量，成立联合监测预警和协调督办组，

预防和处置跨界污染，不断降低跨区域大气污染发生的概

率。大气污染及污染治理收益的“外溢性”使各地区在大

气点源治理协作中存在减排责任和治理收益不匹配的现象，

因此需要平衡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得失 [29]。为了平衡区域之

间在协同治理中的责任和利益，需要针对产业转移构建相

应的生态补偿机制。目前，我国已经在探索和构建生态补

偿机制。比如，由财政部和生态环境部牵头，在一些流域

通过安排财政资金的方式，进行跨省生态补偿。这一机制

可以依托《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进一步推广到重污染天

气治理领域，特别是针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在

产业转移中所受的限制予以补偿。从补偿的层级来看，既

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机制，也需要地方之间的横向机

制。从补偿的方式来看，除了财政资金，还可以通过税收、

环境许可交易等手段进行利益补偿。

第二，大力推进大气环境修复。工业“大迁移”对大

气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但是通过人为的干预，结合各种

生物修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其他技术措施，使其

生态功能得到恢复，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补救办法。我

国目前已经在一些地方推进了相关项目，但是工业“大

迁移”几乎跨越国家大部分区域，规模也十分庞大，加

上大气污染的强跨界性，因此仅靠零星少量修补难收实

效。故而，大力推进大气环境的修复成为必要。这关键是

要明确修复的主体和确保充足的资源投入。就修复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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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应秉持“谁污染，谁修复”的原则，明确责任主

体；排放污染物的工业企业理应承担修复的主要责任，但

政府也应负有监督执行的责任，并承担补充的修复责任，

即企业在力有不逮的情况下政府补位；同时鼓励其他社

会资源介入，政府统筹安排，以形成大气生态修复的合

力。就修复的资源投入而言，工业企业和政府主要是投入

资金和其他相关资源，支持专业化的机构进行修复；要加

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加强大气生态修复的专业化

队伍建设和修复技术、设备的改进，重点研究工业转移所

造成的大面积大气污染的重点区域和突出问题，力争实现 
突破。

第三，加强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城市郊区的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改进工业园区的环境管理模式。活性炭吸附柱、

气体吸收（回收）塔、粉尘收尘（除尘）器以及预警监测

装置等，都是治理各类大气污染源的基础条件。但是就环

保基础设施的建设、使用和维护保养情况而言，发达地区

要强于欠发达地区，城市要强于农村和郊区。从工业转移

的方向和大气污染的跨界性来看，当务之急是要从薄弱环

节入手，倾斜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城市郊区的环保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设施运营维护情况

的监督，以实现大气污染治理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

此外，不仅要完善一般性环保设施，还要重视关乎居民健

康的风道、水环境、绿化等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说环

保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是补齐大气污染治理在硬件上的短

板，那么改进工业园区的环境管理模式则是补齐大气污染

治理在软件上的短板。首先要坚决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杜绝为吸引企业入驻而放松环保要求的现象，对迁移进来

的企业和产业项目要严把环境标准关，加强对园区管委会

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环境绩效评估与考核，建立专业化的环

境执法监察队伍，对园区及园内企业环保设施的建设和使

用情况以及环保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的监察。在此基

础上持续改进工业园区环境管理模式。一个可行的思路是，

不再单纯以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总量控制为目标，

而是以行政、经济、技术、法规等多种管理方式的运用为

基础，构建工业园区环境管理综合体系，将工业生态化发

展原则纳入园区开发建设的决策主流，落实各项工业生态

化政策，实现由末端管控转向全过程、全方位监控 [30]。

第四，以“降成本”为抓手改善工业企业生存状况，

并引导公众有序参与大气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势必增

加企业的成本，特别是在当下要素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应

充分关注工业企业的生存状况，不能把负担简单地“甩”

给企业，更不能武断地将企业“一关了之”或“一迁了

之”。政府需要充分考虑重污染天气治理成本的分摊和消

化，以“污染者付费”为大原则，同时兼顾工业企业的实

际情况。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降税减费”的力度，为工

业企业降成本提供一定的助力，而对于工业企业自身而言，

物流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性成本完全有下降的空间，通

过压缩各类成本，增强企业活力，提高它们承担环境责任、

参与治理重污染天气的能力。此外，公众的环境需求是大

气污染治理的重要动力，但是不实信息的传播、焦虑情绪

的存在，往往使工业“大迁移”的环境问题被过度渲染。

因此，政府要正视公众的实际诉求，既要引导公众提高生

态工业的意识，也要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工业大迁移”在

经济和生态两方面的作用。要给公众合理的诉求反映渠道，

有效发挥其监督作用，并以法律为基础，切实保障公众的

知情权、表达权，创造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的制度规范。在

正确的引导和健全的制度规范下，既要保障公众的参与权，

也要明确公众有序参与的责任，最终形成政府、企业、公

众共同合理参与的多元主体，形成治理重污染天气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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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vy pollution weather is mainly caused by “man-made” factors, and the role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sources is obvious.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great migration” of industry across the country is in full swing,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heavy pollution wea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tion mechanism, a large number of exhaust emission agglomerations are likely to be formed by the “great industrial migration”, and 

industrial parks become the “birthplace” of severe pollution weather when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while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superposition of natural effects increase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 Based on this, starting from the need of governance,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measures, we must also take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construc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industry 

transfer, promot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atmospheric ecosyste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frastructure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rural,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ode of industrial parks,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guide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in an orderly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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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Place Identity in Cities

LI Yiping1*, ZENG Manwe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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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is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 How do the public evaluate its achievement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ists believe 

that the changes in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reflect residents’ recognition, individual bias, expectations and affections of their living place. This article 

through its survey finds that Guangzhou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not only relates to the effect of the waste management, but also correlates to the 

irrecognition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waste management, and their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in the waste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finding, we suggest that the future study of place identity should focus on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olicy, 

summar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ublics’s attributions model for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waste management. 

Keyword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ce identity; waste classification; commun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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